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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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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2003 ～ 2014 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

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构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 3 种环境规制指数，进一步考察了不同

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 ( 1) 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水平呈现“反 N 型”曲线关

系，虽然类型不同，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国际 R＆D 溢出效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

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是成立的，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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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

护管理体制，一方面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改进生产方式来减少污染，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挤占企业用于技术改造的资本，从而

抑制技术创新，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1，2］

。1995 年美国哈佛教授 Porter
［3］

研究了环境规制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兼顾环保和创新，此后“波特假说”在学术界被热烈讨论
［4～ 6］

，近年来考察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成为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

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还依赖于国际 R＆D 溢出效应。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国际 R＆D 溢出效应来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

术，进而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那么，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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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自 2014 年建设长江经济带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后，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创新就受到了较多关注。一方面长江经济

带地理位置优越，不仅关系到东中西互动合作和协调发展，而且影响到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同时也是中国

创新驱动的策源地。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目前由于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因此，充分发挥绿色 GDP 的指挥棒作用，建

立务实有效的环保制度，加强对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迫在眉睫，习总书记也在讲话中指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道路。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保护攻坚战，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在保证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下，兼顾经

济发展，这就需要技术创新。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考察对象，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Ｒ＆D 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仅可

以补充现有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长江经济带地区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决策支持。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质量，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但是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 对创新

产生“挤出效应”
［6］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创新，如 Jaffe 等
［7］

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研发支出有正向促

进作用。Hotte 等
［8］

研究在日本制造业对工业固体废物施加一定规制之后，发现生产率没有增长，而是带来了技术创新。更多

的学者对“波特假说”进行了研究，这一理论认为“严格而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弥补企业的生产成本。一定

程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管制企业创新，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减少生产费用，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

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Zárate-Marco 等
［9］

使用西班牙的面板数据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验证了严格的

环境税政策比强制的环境监管更能提高生产力，因为企业减少纳税可以推动企业的组织和技术的变革。Hayashida
［3］

使用 2002 ～

2013 年日本国内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和环境相关的研发开支呈现非线性关系，即在短期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

制造业将会提高研发比例，从而有利于创新，但是当环境法规变得太过严格时，相关研发比例会逐渐降低，甚至相关投资会转

移到国外。李斌等
［10］

发现环境规制与治污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创新，FDI 的引进可以促

进治污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过于严苛不利于 FDI 引进。王杰等
［11］

发现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符合“反 N 型”关系，因为

较弱的环境规制不够激发企业的创新动机，过强的规制政策也不利于创新，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只有合理范围中的环境

规制强度才能激发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环境规

制强度、经济发展水平等。郭际等
［1］

利用中国 2003 ～ 2012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

地区差异，环境规制的增强抑制了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创新。

关于国际 R＆D 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方面，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Coe 等
［12］

发现一国开放程度越高，进口渠

道的国际 R＆D 溢出对其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大，且国际Ｒ＆D 溢出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国内技术研发。Hejazi 等
［13］

利用 OECD 国家的数据发现 1970 年至 1990 年间从美国流入 OECD 国家的 FDI 通过研发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

效率。Schiff 等
［14］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 R＆D 通过贸易可以显著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

率。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李平等
［15］

验证了进口和外资渠道的技术溢出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并且其对技术进步的影

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上官绪明
［16］

利用中国 1998 ～ 2013 年面板数据，并使用工具变量法证实国际 R＆D 溢出效应显著促

进了省际技术进步。张云等
［17］

发现国际Ｒ＆D 效应可以显著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实际上，国际 R＆D 溢出渠道还有

国际期刊、专利许可、工业间谍等，但由于计量的困难和数据的相对缺乏，研究比较有限。

在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上，国外学者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Requate 等
［18］

比较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采用减排技术

的激励，环境税比许可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拍卖和免费许可相同，排放标准可能比许可激励作用更强。Coria 等
［19］

比较了环境

税和可交易许可证对企业技术变革的影响，认为选择环境规制工具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能否鼓励受监管的企业采用新的减排

技术，而基于市场激励的环境工具被大量采用的原因是它们的动态激励效果，对污染排放附加明确的价格，从而激励企业持续

投资于减少污染排放的技术。李斌等
［20］

使用中国 1999 ～ 2010 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式

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和技术创新间接效应，可以实现更低的排放水平，

因此得出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张平等
［21］

比较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

响，得出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投资型环境政策工具则对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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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大致梳理，可以目前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现有文献通常以一

种或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做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将环境规制作为一个整体从总量上进行研究，很少有将环境规制工具分类讨

论并进行比较，因此给出的建议也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那么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有什么样的影响? 目

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比较相关的研究也是以一个或两个环境规制工具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来考察环

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的影响
［22］

。因此，本文在研究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时，不仅将研究范围锁定在长江

经济带，而且还将环境规制进一步分类，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地规制环境污染提供一定借鉴参考。

1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1. 1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期选择在 2003 ～ 2014 年期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江经济带的定义在数十年内

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根据 2014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统计范围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

市。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CEIC 数据库、《World Investment Report》、

《OECD Fact boo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数据库、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等。

(1) 国际 R＆D 溢出 IMS Pit 和 FDIS Pit

关于国际 R＆D 溢出存量的来源，本文借鉴郭庆宾等
［23］

研究国际 R＆D 溢出的做法，根据一国或地区进口和 F D I 的主要

来源和各国研发存量多少， 选取 G 7 和韩国等十个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样本， 考察基于进口贸易和 F D I 渠道的国际 R＆D 溢

出效应。针对这些来源国或地区的 R＆D 溢出，本文采用 Lichten berg 等
［24］

的测度进口贸易和 FDI 渠道的国际 R＆D 溢出存

量方法，即:

式(1) 和式(2) 中: IMSPit 是国家或地区 i 在第 t 年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 R＆D 溢出存量； FDISPit表示国家或地

区 i 在第 t 年通过 FDI 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存量； Mijt代表国家或地区 i 在第 t 年从国家或地区 j 的进口贸易总量；

FDIijt是在第t 年从国家或地区j 流向 i 的直接投资；Yjt代表国家或地区 j 在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SDjt表示国家或地区 j 在

第 t 年的国内研发存量。

关于测度 j 国或地区研发存量的指标选取方面，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

式中: SDt和 SDt－ 1分别表示 j 国或地区 t 年和 t－1 年的国内研发存量；δ 表示研发资本折旧率；RDt为 t 年研发支出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并没有关于各省市层面的 FDI 来源国相关数据的专门统计，只有各省市自治区进口贸易来源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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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因此，一方面考虑到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整体一致，另一方面鉴于数据获取和计算的方

便，本文借鉴郭庆宾等
［23］

的做法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国际 R＆D 溢出存量进行测算，即首先根据式(1) 和式(2) 计算得出中

国国家层面的 FDI 和进口渠道的溢出存量； 然后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FDI 占全国 FDI 的比重与国家层面的 FDISP 相乘，得到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 FDISP；最后 IMSP 的处理方法与 FDISP 类似，使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进口与中国总进口量的比值和中国国

家层面 IMSP 相乘，以此得到各省市的 IMSP。此外，所得出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 FDISP 与 IMSP 数据均采用各省市历年 GDP 平

减指数按照 2003 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

(2) 环境规制强度 ER

为了比较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选取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中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工具来

进行观察，并使用熵值法客观赋权计算，以尽可能获得每个指标中的信息。关于环境规制的分类，学者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陈德敏等
［25］

将环境规制进行体系分类，分别为环境规制法律体系、方法体系、监督体系、和支撑体系，相较于其他学者而言比

较全面。但这种分类方式不利于比较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因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类型的相关指标

重新进行有效划分，按照赵玉民等
［26］

的分类，将其分类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具体的测度指标

在彭星等
［27］

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且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获得 3 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分类指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的完

善性，现将相关指标展示如表 1。

表 1 环境规制相关指标

类型 指标

命令控制型（ER1)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投资与财政支出之比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财政支出之比

“三同时”环保投资额与财政支出之比

当年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之比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市场激励型（ER2)

单位 GDP 排污费收入

车船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消费税占财政收入比重

自愿参与型（ER3）

平均每十万人中各地区环保系统年末实有人数

平均每十万人来信总数

平均每十万人来访人数

熵值法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给变量赋权的方法，因此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的指标权重比主观赋权的方法更具可信度和精确度。

主要测算指标的信息熵，依据指标相对变化程度对整体影响确定指标权重，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权重较大。

①由于各指标的单位和数量级都有一定差异，所以为消除单位和数量级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对指标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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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j为第 j 项指标的数值； xmax和 xmin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ij为标准化之后的数值。

②第 j 项指标第 i 年的比重为 yij:

式中: 0＜Vij＜1。由此，我们可以建立数据的比重矩阵 y = { yij}m* n。

③则第 j 项指标的熵值为:

式中: K 是一个常数， 。

指标的信息价值取决于这项指标的信息熵 ej和 1 的差，即 dj = 1－ej，dj就直接决定了权重的大小。dj越大，则这个指标就

越重要，其权重也越大。

④则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

权重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这个指标的重要程度。

⑤最后加权求和计算样本的综合评价值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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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 为指标的综合评价值； n 为指标个数。显然 U 越大，样本所呈现的信息量越大，指标就越有效。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等地区差异，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 ①人力资本(H) 采用各省

市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来表示，很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28］

；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ED) 以

历年地区 GDP 平减指数来平减得到的人均实际 GDP 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该地集聚资源，利用国外资本的外

溢效应就越大，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采用其对数形式减少异方差，并使用人均 GDP 平减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后文

相同； ③所有制结构(OS) 使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资产所占比重来表示，以考察

企业的行政管制对其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 ④企业规模( SIZE) 采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与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的比值来表示，来考察企业的规模对其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

2 实证检验

2. 1 模型构建

将前面测算得出的基于 FDI 渠道溢出的技术存量 FDISPit和基于进口渠道溢出的技术存量 IMSPit作为因变量， 为剔除价格

因素， 使用 2003 ～ 2014 年 GDP 平减系数对其进行平减。以 3 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指数为自变量， 探索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借鉴王杰等
［11］

的实证研究， 构建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 α 和β 表示待估参数，Vi和 Zi表示个体效应，εit和δ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式(9) 和(10) 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基于 FDI 和进口两个渠道的国际 R＆D 溢出效应。

式(11) 为相关控制变量，为减少异方差，将人均 GDP 取对数，并使用各省份人均 GDP 平减系数对其进行平减。此外，由

于其他指标数值较小，大多小于 1，取对数之后会改变数据的特征，因此保留原值。

2. 2 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各指标的数量特征，将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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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DISP FDI 渠道溢出 132 1.12 1.044 0.005 97 5.358

IMSP 进口渠道溢出 132 1.121 1.007 0.102 5.26

ER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132 0.13 0.060 7 0.046 2 0.366

ER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132 0.088 8 0.069 9 0.012 9 0.391

ER3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 132 0.303 0.463 0.003 16 3.819

lnED 人均 GDP 132 0.541 0.714 -0.994 2.141

H 高等教育人数比例 132 0.081 6 0.052 6 0.018 0.271

OS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资产/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132 0.513 0.191 0.14 0.85

SIZE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32 1.549 0.86 0.491 4.877

可以看出，2003～2014 年，在长江经济带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指数的均值为 0. 1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指数均值为 0. 088

8，标准差分别为 0. 060 7 和 0. 069 9。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指数均值为 0. 303，最小值为 0. 003 16，最大值为 3. 819，后

者是前者的数千倍，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强度存在一定差距，可能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群众环保意识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存在较大自主性，各省市存在一定差距是正常的。

2. 3 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 FDI 和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 以 2003 ～ 2014 年为观察期，利用

Stata12. 0 对长江经济带的情况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分别将通过熵值法计算的 3 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指数与两种渠道的国际Ｒ＆

D 溢出量进行回归。其中表(3) 反映了 3 种环境规制对 FDI 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溢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 ，由回归结果得出以

下结论:

表 3 3 种类型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FDISP IMSP FDISP IMSP FDISP IMSP

变量
(1)

固定效应

（2）

固定效应

（3）

固定效应

（4）

固定效应

（5）

固定效应

（6）

固定效应

ER1

-12.5140* -10.7896*

（-1.672） （-1.917）

ER12

74.4590** 64.7251**

（2.697）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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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13

-112.3404* -97.8183**

（-1.905） （-2.379）

ER2

-13.3404*** -12.1136***

（-3.145） （-3.010）

ER22

76.1468*** 69.1832***

（2.720） （2.605）**

ER23

-120.8509** -110.2528**

（-2.459） （-2.364）

ER3

-0.6089* -0.6171*

（-1.685） （-1.810）

ER32

0.4776 0.439

（1.500） （1.461）

ER33

-0.0849 -0.0747

（-1.326） （-1.237）

LnED
1.2810*** 1.2281*** 0.8096*** 0.8048*** 0.8081** 0.7825***

（4.425） （4.464） （3.162） （3.313） （3.075） （3.156）

H
6.5437*** 6.9363*** 7.8847*** 8.1213*** 7.5074*** 7.6454***

（2.753） （3.070） （3.287） （3.568） （3.020） （3.261）

OS
2.5336*** 2.3576** 1.2236 1.1978 1.1425 1.0442

（2.841） (2.782) （1.459） (1.506) （1.329） （1.287）

SIZE
-0.0944 -0.0947 -0.0904 -0.0893 -0.0988 -0.0990

（-1.376） （-1.451） （-1.312） （-1.367） （-1.422） （-1.511）

_cons
-0.7165 -0.7101 -0.9850** -0.9406** -0.2670 -0.2050

（-1.288） （-1.343） （-2.049） （-2.062） （-0.515） （-0.419）

F 值 30.37*** 33.98*** 30.60*** 34.39*** 27.49*** 31.59***

Hausman 43.56 38.93 71.16 84.47 15.5 14.27

(FEvsRE) 0 0 0 0 0.301 0.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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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0.651 0.676 0.6526 0.6786 0.6279 0.6598

样本量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其中***、**、*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拐点值单位为%。下同。

①Hausman 检验 P 值趋近于 0，表明固定效应均优于随机效应。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结果来看，所有的模型中环境规制的

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三次项为负，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两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均呈现“反 N 型”

曲线关系，但是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技术溢出的“反 N 型”关系并不明显。在低水平的环境规制政策下，提高 3 种环境规制

政策强度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对国际 R＆D 溢出产生“挤出效应”。随着规制水平的不断提升，跨越第一个拐点之后，环境规

制会对国际 R＆D 溢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激励长江经济带地区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刺激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但是过于严

苛的环境规制也不利于地区的创新和发展。因此，严格实施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的协调互动。这一结论与

李婉红
［2］

等一致。同时表明“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可以成立。

②对比 3 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和市场激

励型环境规制，可能由于环保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地方长期忽视对环境保护的宣传，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

用尚未显现， 这一结论与很多学者
［27，29，30］

的研究结论一致。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激励，因为这

类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信心，并且通过比较不同的投资性环境规制政策，发现城市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最显著； 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激励国际Ｒ＆D 溢出效应的原因由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应用具有

灵活性，给予企业一定的选择权，使他们主动减排以适应相关政策，从而降低成本以激励创新；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并不显著，

说明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背景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要发挥其作用，需要加强环境管制的压力。

③控制变量: 地区发展水平(lnED) 的提升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国际 R＆D 溢出水平的提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H) 会显著

提升两种渠道的溢出，一方面是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具有更加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可以更加快速地吸收国外的先进

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一般也具有更高的环保意识，因此，提高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和质量不仅可以提升环境保护水平，更有利

于长江经济带地区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 企业规模(SIZE) 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一模型中，所有制结构(OS) 的系数在模型(1) 和(2) 中显著为正，但是在模型(3) ～ (6) 中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命令控制

型环境规制条件下，国有企业相比于其他私有企业具有更多吸引国外技术优势，如政策倾斜或者是国家资本激励等，但是在其

他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下国企并没有显著优势。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 2003 ～ 2014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 (1)

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国际 R＆D 溢出水平均呈现“反 N 型”曲线关系，但是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

与国际 R＆D 溢出水平的“反 N 型”曲线关系并不明显。在低水平的环境规制政策下，提高 3 种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会增加企业

生产成本，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产生“挤出效应”。随着规制水平的不断提升，跨越第一个拐点之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Ｒ＆

D 溢出效应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激励长江经济带地区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刺激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但是过于严苛的环境

规制也不利于地区的创新和发展； (2) 对比 3 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

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能由于环保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地方长期忽视对环境保护的宣传，自愿参与

型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尚未显现。

依据以上结论，为了促进国际研发成果在长江经济带更好地在本地进行转化利用，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立足长

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政府应合理制定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政策。

一方面，要结合长江经济带不同省市现有的环境规制现状，在考虑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兼顾节能减排，制定“严格且适当设计”

的环境规制水平，因地制宜，使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尽快跨越“反 N 型”曲线的第一个拐点，兼顾环境保护和创新驱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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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进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利用恰当的环境规制形式，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的影响不仅和环境

规制的强度有关，还取决于政府采用的环境规制形式。针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实际情况，政府应该灵活运用多元化的政策手

段，发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国际 R＆D 溢出的促进作用，激励地方企业加强对国外技术的吸

收利用，促进创新成果在本地进一步转化。②政府要摒弃传统的政绩观念，实行生态考核机制，加大环保监管力度，从源头上

治理污染，充分协调政绩与国民整体福利的关系。要尽快完成长江流域生态红线的勘察和落地，根据法律划定长江流域生态保

护红线，完善相关配套管理措施、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建设生态红线监管平台，加大对重点生态保护区域的

监控。此外，环境保护是长江流域整体层面的“一盘棋”，涉及利益格局分配，不仅需要中央层面纲举目张，而且需要地方政

府和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打通长江经济带。③企业也应该着眼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主动把握当前绿色发展的机遇，积极引进

外资，学习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创新生产工艺，优化产业结构，主动寻找环境保护策略，利用税收减免、融资优惠等政策，

在满足政府环境规制要求的同时，以技术创新促进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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